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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视角下的争议性广告三项构成要素对受众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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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繁荣，广告从最初的西方舶来品逐步发生了历史的变迁。在本土化进程中，广告引发的
争议性也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根据代际差异理论，本文提出年龄影响受众对争议性广告态度的假设，并基于
不同年龄段的受调查者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将其大致划分为五个代群，尝试研究不同代群亚文
化背景下受众的态度差异。同时，回顾以往相关文献，本文概括出有关争议性广告的三大要素：引起争议的产品种
类、具有冒犯性的广告执行方式以及引发广告争议的媒介要素。研究小组问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共采集有
效样本 1053个。在对争议性广告受众态度代际差异及差异原因的探究中发现，年轻代群与年长代群对于争议性广
告的态度分布基本符合 Fam和 Waller等学者 2008年在中国调研所揭示的规律，即年长代群较为保守，而年轻代
群更为开放。这一“开放 —— 保守”的分化趋势在具有争议性的广告媒介因素（包括广告媒体形式与广告播放方式）
上不显著，但在广告产品类型和广告表现方式上则非常显著。以上三个要素间的有机联系不可忽视，这种联系与代
际差异共同构成了不同代群受众态度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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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ith the prosperity of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dvertising has shifted its role from initially the 
western import. In the process of its domestication in China, the issue of controversial advertising has got more 
or less emphasis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enerations,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difference exists 
of tolerance among five generation cohorts classified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the period of their teenager. We take the framework of three elements of controversial ads, namely, product/
service that consumers find offensive, executional styles that consumers find offensive and media characteristics 
that decide the extent of controversial ads.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a stratified quota 
sampling with a sample size of 1053. Although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young and elder generation hold the same 
rule as the researchers Fam and Waller has found toward controversial ad that the young are more tolerant, this 
"open-conservative" classification is not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media" element. The three elements of 
controversial ads are organic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which serves as the reason for tolerance difference among 
five generation coh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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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给不同年
代出生的群体营造了不同的成长环境。而对于个体
而言，其基本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固定于成年初期
（Inglehart，1976，P42）。伴随着社会剧变，不同成
长期出生的群体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1966
年“文革”开始、1978 年改革开放、1995 年中国首批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创立、21世纪初互联网开始跨
入Web2.0 时代，这些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
社会多层面的变迁或多或少影响了所处该时代人群的
意识形态。
商业繁荣也迎来了广告业的蓬勃发展。西方广告
业有不少值得中国业界借鉴之处，但在引入过程中受
中西方文化差异影响，某些广告甚至会引发争议。另
一方面，媒体的迅速发展增加了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广
告接触率，这也增加了受众被冒犯的可能性。在国内
外争议性广告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下，研究不同年龄
段的争议性广告态度差异可更好地指导商业实践。
就广告受众而言，随着中国计划生育的实施，人
口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国情。
2000 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2009 年 60 岁及 65 岁
以上老年人分别达到 1.67亿、1.13 亿，占总人口的
12.5%、8.5%，2051年将达到 4.37亿（黄毅、佟晓光，
2012），随之而来的老龄化市场也将充满生命力。因
此，广告受众的代际研究亦是这个老龄化时代的重要
课题。
西方学术界对争议性广告研究较为成熟，而在
亚洲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研究较少。相比实证研究蓬
勃发展的国外，中国国内的争议性广告研究以论述为
主，譬如描述争议性广告的特点（Prendergast, Ho & 
Phau, 2002）,中国广告风波案例（王晶，2012）的
具体个案分析等。针对这一空白，本研究试图在参考
学者 Fam 和Waller 的 2008 年中国争议性广告调研
的基础上，以代际理论视野探讨不同代群对中国本土
语境下争议性广告的态度差异。相比 08 年研究，本
文将增加争议性广告要素，除了广告产品种类以及广
告表现形式，还补充了广告媒介因素这一维度。同时，
研究采用 2013 年至 2014 年间收集的问卷数据，数
据的更新更为有利于探讨近五年新媒体发展对网络新
生代的影响。由此，本文试图在时间接近性和要素多
样性上对前者有所超越与补充。通过对 1053 份样本
的分析，笔者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对于争议性广告，不同代群间是否存在差异？
（2）若假设成立，具体有何差异？
（3）显著性差异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原因？
相关文献探讨
（一）争议性广告
有关争议性广告的术语繁多。最早期文献提到
的“不宜说出口”（unmentionables），是指某些被
提及或公之于众的产品、服务或观念因敏感话题、道
德礼仪甚至恐惧因素而引发受众的厌恶、反感或愤
怒等情绪。（Wilson & West, 1981）。这一概念后被
Katsanis（1994）重新定义为“对某类人来讲具冒犯、
尴尬、有害、不被社会认同或引发争议等性质”。随后，
“不宜说出口”（unmentionables）的概念逐渐演变为
“争议性广告”（controversial advertising） （Waller, 
1999）、 “ 冒 犯 性 广 告 ”（offensive advertising） 
（Barnes & Dotson,1990）、“侵犯伦理广告” （ethical 
advertising） （Rehman and Brooks,1987; Triff et 
al., 1987; Shao and Hill, 1994a; Fahy et al., 1995） 
以及“震惊术广告”（shocking advertising）（Dahl 
et al., 2003）等主流称谓。
虽然称呼形式各异，但学者们为争议性广告划定
的范畴是基本一致的。David S. Waller 是明确提出
“controversial advertising”概念的学者之一，本文
采用他对 controversial advertising 的定义。争议性
广告，是指“产品种类或执行方式会在其展示时引发
部分受众感觉尴尬、厌恶、恶心、反感或受到侮辱等
反应的广告”（Fam et al., 2008） 。
西方学者对争议性广告的研究较为成熟。作为广
告态度研究的分支，这一负向广告态度研究领域受到
广泛关注。早在 1985 年，Aaker 和 Bruzzone 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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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研究并归纳广告引发争议的原因——产品类型、消
费者细分、文案策略——并探讨了研究争议性的重要
性，即广告态度对广告效果的影响。
Barnes 和 Dotson （1990） 则首次明确提出争议
性广告要素二维度：
第一，广告可能因做广告产品（避孕套、女性卫
生用品等）自身属性而被视作有争议性；或者因某些
与消费者个人困扰有关的不宜公开的产品而被视作有
争议性。
第二，某些因创意执行方式具冒犯性而使广告具
争议性，这类广告可控性更大，具较高研究价值。
Barnes 和 Dotson开创性地展开了争议性广告的
结构讨论，但二位学者并未跳出产品类型与创意执行
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没有充分阐述二者对广告争议
性的单独影响。直到Waller在研究澳大利亚地区争
议性广告时，才总结归纳出六项可能引发广告争议的
执行方式，即种族歧视、违反社会规划、性别歧视、
主题隐私化、语言粗俗、裸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多样性也逐渐影响广
告态度。以往研究表明，利用广播媒体投放广告的负
向态度多于印刷媒体（Larkin, 1977;Mittal, 1994）。
英 国 广 告 标 准 管 理 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于 2002 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英国居民
认为自己受“硬推”媒体（Push media, 据 ASA 机构
界定，指户外媒体、直邮、报纸、广播、电视等）广
告冒犯较多，而“软拉”媒体（Pull media, 据 ASA
机构界定，指杂志、网络、电影等）广告的冒犯性较低。
但总体而言，媒介选择如何影响争议性广告的相关研
究数量不及产品、执行两大要素的研究。
Phau 和 Prendergast （2001） 的研究提出了争
议性广告的三要素：被广告的产品或服务类型（the 
matter）、广告的执行方式（the manner）以及投放
广告的媒介（the media）。考虑到媒介实际包括了投
放的媒介类型和媒体播放方式两方面，本文统称为媒
介因素。综上，本研究将争议性广告三要素界定为产
品（或服务）类型、执行方式及媒介因素。
（二）代际差异理论与代群概念
国外利用代际理论的研究多将对象锁定为一个或
多个特定社会群体（如移民、宗教信徒、某一地或某
一国的居民、混血儿、残疾人士、工人等），在这些社
会群体中划分代群以讨论代际差异。中文文献方面，
涉及代际差异理论的文献主要呈现为代际差异理论在
多种学科领域的应用，即如本文一样，将代际差异理
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引入，单纯以代际差异理论及其
相关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极少。而在这些以代
际差异理论及其相关概念为主题的少数文献中，我国
学者崔勋与其博士生陈玉明（2014）对代际差异理论
及相关概念所做的研究评述较为详尽。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 ·曼海姆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首
次提出代际差异理论，指出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不
同而导致各个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
等方面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曼海姆提出的
“代”（generation）或“代群”（generation cohort）
是指在社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common 
location）的一群人，这种共同位置使这些人具有相
似的经历，并产生了趋同的思考、体验和行动模式。
Kupperschmidt 根据这一观点将“代”定义为：具
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的成长阶段
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的可识别群体 （陈玉明、崔勋 , 
2014） 。
（三）代群划分
对代际差异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代群的划分。根据
中国本土学者陈玉明和崔勋（2014）总结，已有的研
究主要有两种划分代群起止时间的标准：第一个标准
来自于人口学，以固定的时间间隔来划分不同的代群，
如我们常常提到的 70 后、80 后和 90后就具有很强
的人口学代群划分特征；第二种划分标准是基于代际
差异理论的社会学划分，主要是通过确定影响社会环
境的重要历史事件来划分出不同的代群。重大的社会
历史事件是代际差异产生的根源，因此本研究采用社
会学标准划分，依据各年龄阶段人群青少年时期所处
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划分代群。
已有的研究认为，对代际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历
史事件可能包括：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结果；新技术引
起的工作和生活的重大变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的
社会经济转型；此外，社会学家认为共通的文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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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对代际差异的形成产生影响，如音乐、电影明星
和服饰等（Parry & Urwin，2011）。Fam、Waller 等
学者（2008）的划分方式虽然也是以四个重大社会事
件（新中国成立、50 年代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60
年代和 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1978年的改革开放）
为划分节点，但所选历史事件大多为政治经济运动，
且只选择了老中青三代，忽略了连续代际的差异性规
律。随时代变迁中国消费者对广告的态度有明显的变
化，本研究综合科技、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以及
连续代际划分的方法，选取以下时期划分 5 个代群，
分析在大致在各年代成长并经历成年早期的人群的意
识形态。（注：15～18岁在所提及事件中还未达到青
少年期，并未列于其中）
第一，“文化大革命”时代（1966-1977）。在这个
时代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总的来说是建立在政治底色
之上的。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完全处于一种高度同质的、
既没有各具个性的社会各群体的价值观更没有代际价
值观的状态中。这是一个 “无我” 的价值观时期（廖
小平，2006）。该时代成长的人群对资本主义国家的
产品和生活方式保持高度警惕，并习惯将变化上升到
政治高度予以严厉批评（王晶，2012），这是“文化大
革命”给人们的思想打下的深深烙印。
第二，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8）。与“文化大
革命”时代不同，这个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有了
很大变化， 广告业也不例外。1979 年， 报纸最先恢复
广告，“文化大革命”后几乎消失殆尽的商业广告开始
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王晶，
2012）。在该环境下度过成年早期的人群，意识形态
全然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们，对资本主义
舶来品并无强烈抵制。
第三，改革开放后期（1989-1994）。九十年代的
中国社会更加开放， 政治经济改革仍然在进行中。此
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还未正式提出，人们的思
想观念仍比较传统和保守（王晶，2012），但相比改革
开放初期，广告业的发展已经进入蓬勃阶段。西方的
商业产品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广告更大规模地进入中
国消费者的视野，在该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相比改革初
期的一代又具不同的意识形态。
第四，互联网前时代（1995-21世纪初）。随着
1995 年中国首批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创立，家用
电脑开始普及，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逐渐接触互联网。
这时期的传统广告开始向网络广告转型，人们接触广
告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该时期成长的人群因为广告
曝光率增加以及接触媒介形态多样性可能呈现不一样
的广告态度。
第五，互联网后时代（21世纪初至今）。21世纪
初期见证了Web2.0 时代的到来，媒介交互性大大增
强，种类进一步多样化，在人们生活中流动的信息总
量骤增。相应地，消费者每天接触的广告量与种类相
比之前也在飙升。视频插播、手机短信、网页弹窗、
电子邮件、手机 APP、社交媒体……这些无孔不入的
多元化新兴媒体都可以作为承载广告的媒介。当然，
在这一时代成长的青年对广告的态度很可能不同于前。
研究假设
争议性广告受文化和地理因素影响很大。公众的
反应也是所处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因此消费者对
争议性广告的态度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呈现不同规律
（Phau & Prendergast, 2001）。Aaker 和 Bruzzone
（1985）发现在美国最引发争议的广告产品（服务）的
前三者为女性卫生用品、 女性内衣以及痔疮治疗。随
后，Waller（1999）在对澳大利亚研究中发现当地的
前三者为种族极端团体相关、宗教教派相关及女性卫
生用品。Phau 和 Prendergast（2001）对新加坡的研
究发现排名前三为网上聊天服务、性病相关以及相亲
服务。同是亚洲地区，Prendergast（2002）对香港
消费者调研发现排名前三的广告产品（服务）为网上
聊天服务、葬礼服务及赌博。而中国大陆与香港、新
加坡相比，社会形态差异较大，具有研究价值。因此，
本文定调为基于中国本土语境下的争议性广告研究。
人口统计学变量早在争议性广告研究初期就已受
到西方学者的重视。Barnes 和 Dotson （1990）调查
发现随着受众年龄的增加，他们对具冒犯性广告的易
感知度也增加。就此，两位学者提出合理的解释，认
为年龄长者成长于更受压抑的社会氛围中，因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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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告争议性的感知折射出该代群的特定价值观。
以往研究发现，受众对争议性广告产品类型的感
知随时代推移而改变。Wilson 和 West（1981）举
例在美国“避孕套”以前一直被视为“不宜说出口”
（unmentionables）的产品，但随着 20 世纪中期控制
人口观念的出现，人们逐渐能正视该产品。相反，某
些在过去被广泛接受的商品在今日也可能被认为具争
议性（例如象牙）（Phau & Prendergast,2001）。中国
的商业发展起步较晚，当 80 年代大量学者开始关注
争议性广告研究领域时，各类西方商品才逐渐涌入。
经历了社会经济体系的剧烈变革，不同时期成长的中
国消费者对争议性广告产品类型的感知可能存在差
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不同代群对引起广告争
议的产品种类的态度有显著性差异。
西方有关争议性广告执行方式的研究，最为常见
的有“恐怖诉求”、“性诉求”。它们作为创意策略的一
种常见的形式，虽然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进而达到
良好的广告效果，但使用不当也会造成受众的反感情
绪。以恐怖诉求为例（Treise et al., 1994），当广告采
用过多的恐怖元素，将引发人们过高的紧张情绪、不
适感、不安全感。同样地，当性诉求广告触犯了道德
底线，几乎无异于色情时，人们将会产生严重的反感
情 绪（Pollay, 1986）。Phau 和 Prendergast （2001）
也提及最受指责的低趣味广告也常与性诉求和裸露相
关。与西方相比，中国本土语境下的性诉求适宜含蓄。
对比西方受众，中国受众的心理还是比较能接受含而
不露的美感，犹抱琵琶半遮面、欲拒还迎才更有吸引
力（高海冰、邹译萱，2012）。在如此差异的大环境下，
对中国本土的研究显得很必要。另外，随着年龄增长
对性诉求容忍度降低，这样的结论也被以往研究提及
（周象贤 , 金志成，2008）。第二个研究假设由此提出：
H2：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不同代群对引发广告争
议的执行方式的态度有显著性差异。
争议性广告三要素中，针对媒介因素的单独研究
较少。西方大多数文献聚焦于对电视媒体的研究，很
少深入印刷媒体或其他传统媒体（Christy, 2006）。
Mittal（1994）对电视媒体的大众评价研究发现，
46%的受众认为一半以上的电视广告具冒犯性或低俗
化，72% 的受众认为电视广告性元素过多，并分析
该现象与互联网电视广告的发展和电视广告大众化有
关。针对以往研究对其他媒介的空白和中国本土特殊
性，本研究从传媒媒体、新媒体以及具体广告的插播
方式角度，全方位探讨媒介因素对不同代群的影响，
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不同代群对引发广告争
议的媒介因素的态度有显著性差异。
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主要的样本采集地点，
抽样方法为便利抽样与配额抽样，通过在厦门市商区
或旅游景区集中地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另外，课题
组也在上海、湖北、湖南、山东、重庆等地区的城市
街头发放了问卷，还有少量问卷通过网络发放并回收，
受调查者的回答方式为从六级李克特量表中选择自
身态度（1代表非常不反感，6 代表非常反感）。截止
2013 年 10月，共回收有效问卷 1053 份。
厦门是旅游城市，在厦门的街头发放问卷避免了
调查样本过于本地化的问题。如表 1所示，调查样本
在性别、年龄两变量上进行配额抽样，再依据 5 个代
群的划分取 19岁以上年龄段的样本进行分析。
表 1 调查对象年龄、性别分布（n=1053） 
年龄
性别
男 女
15～18岁 45（4.3%） 48（4.6%）
19～25岁（网络二代） 68（6.5%） 124（11.8%）
26～35岁（网络一代） 141（13.4%） 143（13.6%）
36～50岁（开放二代） 129（12.3%） 157（14.9%）
51～60岁（开放一代） 88（8.4%） 56（5.3%）
61岁以上（文革一代） 23（2.2%） 31（2.9%）
（二）测量
问卷设计基于焦点小组访谈和开放性问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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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列出了 13 种可能引起
广告争议的产品类型；第二部分列出了 21种可能引起
广告争议的广告表现方式；第三部分列出了争议性广
告播放的 14 种媒体形式与 4 种广告播放方式；第四部
分则是调查受众观看争议性广告后的后续行为和相关
态度； 第五部分调查受众的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平均月收入、居住地、家庭婚
姻状况、宗教信仰。本文仅使用关于广告产品类型、广
告表现方式、广告媒体形式和广告播放方式的问卷调
查数据，以及人口统计变量中年龄的问卷调查数据。
广告三要素的测量中，第一要素（产品类型）有避
孕套 / 药、特殊药品、女性卫生保健用品、祛痘祛螨
化妆品、男 / 女内衣、卫生巾、私人医院、山寨手机、
丰胸产品、网络游戏、保健品、香烟、酒精等 13 种；
第二要素（执行方式）有画面恶心、太夸张 / 夸大功效、
低级趣味 /低俗、广告声音过大 / 语速太快 / 吵闹 /烦
人、 俗气、 广告表演矫揉造作、 广告词单一 /千篇一律、
拍得简陋 / 制作粗劣、代言人特征与产品不匹配、广
告人物现身说法、商业目的太明显、广告代言人不好
看、广告内容与你不相关、西方形象、贬损 / 轻视消
表 2 争议性广告三要素的分组情况及内部一致性信度（n=1053） 
产品类型 Cronbach's  Alpha 执行方式 Cronbach's  Alpha 媒介因素 Cronbach's  Alpha
与性/隐私有关的产品 0.829 拙劣/低俗 0.873 新媒体 0.893
避孕套/药 画面恶心 视频插播
特殊药品 太夸张/夸大功效 QQ弹窗
女性卫生保健用品 低级趣味/低俗 手机短信
祛痘祛螨化妆品 广告声音过大/语速太快/吵闹/烦人 网页弹窗
男/女内衣 俗气 电子邮件
卫生巾 广告表演矫揉造作 手机APP
灰色地带产品 0.758 广告词单一/千篇一律 社交媒体
私人医院 拍得简陋/制作粗劣 电视媒体 0.724
山寨手机 不当表现形式 0.764 电视插播
丰胸产品 代言人特征与产品不匹配 电视购物
网络游戏 广告人物现身说法 电视节目赞助
保健品 商业目的太明显 其它传统媒体 0.847
易令人上瘾的产品 0.747 广告代言人不好看 公交媒体
香烟 广告内容与你不相关 户外广告
酒精 西方形象 报纸
岐视 0.805 杂志
贬损/轻视消费者 不当媒介策略 0.786
歧视弱势群体 强制/关不掉
不尊重女性/性别歧视 不分时段/不合时宜
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 广告时间过长
性/隐私 0.792 重复次数太多
性暗示
裸露
隐私/太私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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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歧视弱势群体、不尊重女性 /性别歧视、不尊
重中国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性暗示、裸露、隐私 /
太私人话题等 21种；第三要素（媒介要素）有视频插
播、QQ 弹窗、手机短信、网页弹窗、电子邮件、手
机 APP、社交媒体、电视插播、电视购物、电视节目
赞助、公交媒体、户外广告、报纸、杂志、强制 /关
不掉、不分时段 / 不合时宜、广告时间过长、重复次
数太多等 18 种。该三要素的因子分析结果如下表（具
体分析过程请参照论文“中国争议性广告调查：一个
至下而上的本土化研究”）。[1]
产品类型共分为三类：与性 / 隐私有关的产
品、灰色地带产品、易令人上瘾的产品，且依次的
Cronbach’s α值 0.829、0.758、0.747，均大于 0.7；
执行方式共分为四类：拙劣 /低俗、不当表现形式、
岐视、性 /隐私，且依次的 Cronbach’s α值 0.873、
0.764、0.805、0.792，也均大于 0.7；媒介因素分为
新媒体、电视媒体、其它传统媒体、不当媒介策略等
四类，Cronbach’s α值依次为 0.893、0.724、0.847、
0.786，大于 0.7。这些争议性广告归纳为这 11个组
别是合理的，同组类项可视为同一类广告。
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代群间的态度差异，剔除处
于 15~18岁的 93 个样本后，在因子分析结果的基础
上使用方差分析中的 Duncan分析对 5 个代群的受众
态度进行比较（表 3）。
1.产品类型的争议性及受众态度代际差异
总体上代际对产品类型的态度差异性影响非常显
著，其中“易令人上瘾的产品”的差异最显著。从各
代群态度均值变化趋势来看，与性 /隐私有关的产品、
易令人上瘾的产品这两类产品均符合“随年龄增加，
受众对某类产品的反感程度也增加”的规律 （Barnes 
& Dotson，1990）。而对于灰色地带的产品（包括私
表 3 争议性广告三要素的各组态度描述统计及代际态度差异比较（n=960） 
 
代群
总体
均值
F值
19~25岁
网络二代a
26~35岁
网络一代b
36~50岁
开放二代c
51~60岁
开放一代d
61岁以上
文革一代e
产品类型
与性/隐私有关的产品 3.05c,d,e 3.08c,d,e 3.32a,b,e 3.41a,b 3.59a,b,c 3.22 6.76**
灰色地带产品 3.55c,d,e 3.77c 4.06a,b 3.93a 4.00a 3.85 7.69**
易令人上瘾的产品 2.76c,d,e 3.01c,d,e 3.36a,b,e 3.56a,b 3.81a,b,c 3.19 14.91**
执行方式
拙劣/低俗 4.61c,d,e 4.78 4.92a 4.82a 4.85a 4.80 4.26**
不当表现形式 3.57b,d,e 3.82a 3.78 3.95a 3.98a 3.79 4.50**
岐视 4.99 5.09 5.11 5.01 5.03 5.06 0.75
性/隐私 4.10c,d,e 4.34c,d,e 4.65a,b,e 4.61a,b,e 4.96a,b,c,d 4.46 12.44**
媒介因素
新媒体 4.48e 4.45e 4.31e 4.36e 4.03a,b,c,d 4.38 2.32
电视媒体 3.83 3.76 3.69 3.84 3.87 3.77 0.88
其它传统媒体 3.04 3.01 3.00 3.15 3.24 3.05 0.96
不当媒介策略 4.95e 4.87e 4.98e 4.88e 4.65a,b,c,d 4.91 2.03
注：1=非常不反感，6=非常反感；上标字母a,b,c,d,e分别表示该代群对广告产品类型的态度与网络二代、网络一代、开放二代、开放一代、文革一代的态度在0.05水平上差异
显著；*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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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院、山寨手机、丰胸产品、网络游戏、保健品），
这类产品随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本土化而发展，独具中
国特色。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文革时代度过青少年的开
放一代（51-60岁）、文革一代（61岁以上）对灰色地
带产品接触较少，因此被冒犯程度并未随年龄而增加。
纵向比较每个代群发现，最年轻的网络二代的容
忍程度都是最高的，而最年长的文革一代对于各类争
议性产品的广告的容忍度都很低。
2.执行方式的争议性及受众态度代际差异
总体上不同代群对广告执行方式的态度有较显著
差异（“歧视”这一项除外），其中“性 /隐私”的创意
表现形式态度差异最明显，这可能与年轻的网络二代
（19-25岁）、网络一代（26-35岁）的性观念改变有关，
相对年长的文革一代 （61岁以上）、开放一代（51-60
岁）、开放二代（36-50岁），他们显得更为开放。另外
在“拙劣 /低俗”、“不当表现形式”二类执行方式上，
年轻代群与年长代群也呈现显著性差异且前者的容忍
度较高，以网络二代（19-25岁）最具代表性，其包容
性普遍高于其他代群。
3.媒介要素的争议性及受众态度代际差异
不同代群对媒介要素的争议性态度不具显著性差
异， 但 “新媒体”、 “不当媒介策略”（包括强制 /关不
掉、 不分时段 /不合时宜、广告时间过长、重复次数太
多）这两种形式的规律体现了媒体接触频率对争议性
态度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 以新媒体为例， 文革
一代 （61岁以上）与其他年轻代群相比容忍度较高且
差异明显，这可能缘于文革一代基本不接触新媒体因
而受该类广告影响较小。纵向比较，“电视媒体”、“其
它传统媒体”在 5个代群的争议性程度均小 于“新媒体”
和“不当媒介策略”，这说明媒介自身性质仍可影响广
告的争议性，传统大众媒体上投放的广告冒犯性较低。
结论与讨论
（一）本研究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开放—保守”的分化趋势在具有
争议性的广告媒介因素（包括广告媒体形式与广告播
放方式）上不显著，但在广告产品类型和广告表现方
式上则非常显著。
各代群对于三个广告构成要素之下细分类项的态
度差异显著性规律亦有不同，产品类型、执行方式差
异性规律相似，媒介因素则相反。产品类型、执行方
式中，年轻代群与年长代群分化明显，年轻代群相对
开放，容忍度较高，相对保守的年长代群则容忍度较
低，其中网络二代（19-25岁）、文革一代（61岁以上）
最具代表性。就媒介因素而言，“新媒体”与“不当媒
介策略”呈现部分差异，文革一代相对其他代群容忍
度较高，这与老年群体对媒体的低接触率有内在联系。
此外，纵观 5 个代群对不同媒介因素的态度比较发现，
投放于传统媒体的广告其争议性明显低于新媒体和不
当媒介策略。
与 Fam、Waller（2008）等学者的中国调研揭示
的受众态度代际分布规律相比较，本次研究存在几个
值得关注的点。
1.产品类型与执行方式
对待烟酒产品广告的态度，本研究与 2008 年中
国调研结果相悖。Fam、Waller（2008）调查则表明，
属于 Addictive Products产品类别下的 Cigarettes、
Alcohol两种产品的广告受众态度代际差异不显著。比
较具体数据可以发现，研究结果不同的直接原因是经历
五年后各代群对烟酒广告的态度进一步分化——年轻
代群变得更加宽容，而年长代群的反感程度有所提升。
2.媒介要素
本研究对不同代群对争议性广告的媒介因素差异
进行了深入分析。媒介因素（表 3）横向比较结果表
明，媒体接触频率对争议性广告的媒介因素存在影响，
其中“新媒体”的结果最具代表性：几乎不接触新媒
体的文革一代（61岁以上）较其他 4 个代群容忍度最
高。文革一代（61岁以上）在科技发展水平极低、娱
乐享受高度压抑的时代度过青少年时期，相对开放一
代（51-60岁），他们受子孙的科技知识反哺也较少，
因此对新兴媒体广告的接触频率也不高。媒介因素 （表
3）纵向比较结果表明，媒介性质对争议性广告的媒介
因素也存在影响，传统媒介的争议性较小，新媒体的
争议性较大。这有两种解读方式：
第一，传统大众媒体的点对多传播方式意味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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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因此受众对投放在该平台的广告容忍度较高；
新媒体多对多传播方式则传播更多广告信息的同时降
低了广告的权威性，受众更易被该平台上的广告冒犯。
第二，受众自主选择程度高的广告媒体形式不容
易冒犯受众，反之则令受众反感。研究中测量的新媒
体广告都具有强制推送、难以回避的特征，而受众阅
读报纸、杂志或者是在公共场合看到户外广告，都可
以选择移开注意焦点，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广告信息的
传播。这可以给“硬推”媒体（push media）、“软拉”
媒体（pull media）（ASA，2002）带来新的解读。
3.中国特色产品——灰色地带产品
本研究对中国本土特色产品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在
中国大陆地区新的可引发争议产品类型，具体包括：
私人医院、山寨手机、丰胸产品、网络游戏和保健品。
网络游戏广告通过互联网并针对年轻代群投放；而年
长代群的网络使用率低，导致其接触网络游戏广告的
机会较少，这可能影响了年长代群对该类广告的态度。
私人医院、山寨手机、丰胸产品等产品的广告在中国
本土常以夸大功效甚至虚假的表现形式出现，这可能
与广告法律规定差异有关，但说明广告表现形式也可
能催生新的具争议性的产品类型。
（二）营销启示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代群的对某一类产品
广告的态度不仅与单纯的产品类型相关，或者说，特
定的产品类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广告的内容表
现形式、媒体形式和播放形式。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
应正视广告产品类型与其他广告构成要素间的紧密联
系，不能彻底分隔、独立考量广告的构成要素。
对于广告业者，有深入认知受众年龄所蕴含意义
之必要。媒介在变，代群也在变。受众年龄不是单纯
指受众个体至今所度过的年岁，年龄信息更包含了其
所经历的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迁
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始终在发生，
无论受众归属哪个代群，其价值观和态度皆处于持续
的动态变化中。广告投放方如若只从既有的年龄和需
求的表层关系来推断各代群的广告需求，或基于“受
众态度长期静止不变”的前提做出决策，都难免陷入
赔本却赚不回吆喝的尴尬境地。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前期问卷调查收
集的 1053 个样本中，基本做到各年龄段男女性别大
致配平，某些年龄段也有性别比例失衡的小偏差（例
如 19-25岁样本中男性 68 名，女性 124 名）。年龄配
额角度来看，虽考虑到年老的样本难度可适当减少数
据，“61岁以上”样本量（男 23 名，女 31名）仍显不
足。再者，虽选取厦门旅游城市人口流动性为主要取
样城市同时结合上海、湖北、湖南、山东、重庆等地区，
但难以避免缺乏偏远地区样本的缺陷。
在验证假设之外，本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推断性结
论，如“低权威性媒体平台上投放的广告更易冒犯受
众”、“受众自主选择程度较高的广告媒体形式更不容
易冒犯受众”、“越多接触某类媒体广告的群体越有可
能被该类广告冒犯”、“受众自主选择性较高的广告播
放方式更不易冒犯受众”等。这些结论都有一定的探
究价值，本研究限于前期调查的既定量表与数据，以
及论文篇幅，不能逐一深入探讨，实为遗憾。未来的
研究者不妨针对以上推断，在更细化的层面上进行调
查与分析，同时建议更深入分析三要素之间的互相影
响作用，对代际理论下的争议性广告态度研究给予更
科学而完整的论证。
|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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